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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词史始于五代，时何成裕“尤工小词”（吴任

臣《十国春秋》卷六二《南汉五·列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90 页），今其词不传。又，学界素以五代人黄

损为见于载籍的最早的岭南词人，黄氏词今传一首，曾

昭岷等已辨其伪（见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280 页）。北宋岭南不见有词人。后至南

宋，粤人方渐有词名。自此至明代，岭南词人数量并不

多，总体成就也不够突出。入清之后，岭南词坛风气大

开，词人群起，名家辈出，已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南天劲旅。

对于岭南词，有学者认为其总体风格偏于“雅健”，这种

认识与岭南词之实际并不相符，有必要加以辨析。

一　岭南词风“雅健”说的提出

岭南词风“雅健”说的提出者是陈永正先生，其《岭

南历代词选·前言》云：

正如岭南诗以“雄直”的诗风著称于中国诗坛

那样，岭南词的风格是偏于雅健的。境界雄伟，气

势劲厉，音调高亢，直抒胸臆，得阳刚之美，在凌

云健笔中又有一股清雅之气，因而便不会流于叫嚣

直率。从南宋的崔与之、李昴英，到明末的屈大均，

以至清代诸名家，都有不少豪放高雅之作。

至于“雅健”风格之源头，陈先生认为即是南宋岭南词

人崔与之。《岭南历代词选·前言》论崔氏之《水调歌头·题

剑阁》一词说：

此词笔力老健，感情深挚，表现了词人忧国爱

民的思想感情和守边御敌的决心，风格豪放雄浑，

纯属辛弃疾一派。崔与之此词，对后来的岭南词人

影响颇大，开创了以“雅健”为宗的岭南词风，南

宋后期的岭南词人李昴英、赵必 、陈纪等，便是

这种词风的直接继承者。

在李昴英之小传中，陈氏又谓其词“风格峻健，近辛弃疾

一派”（朱庸斋选、陈永正注《岭南历代词选》，广东人民

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页）。综合这些论述可知，所谓“雅

健”词风，即是指以辛弃疾词为代表的刚健豪迈的风格。

后陈永正先生主编之《岭南文学史》贯彻了这种观点。

如论清中叶之岭南词时说“粤人诗词，多以雄直雅健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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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的熏染，故弟子也因此“言而无文”，也因此宋

世语录“行而不远”了。有关“文与道”与语录的相关论述，

如冯班云：“儒者恶文字恶读书，恐天下之人皆化为市人矣。

不读书何以知圣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教后人？如儒家语

录率然之语，往往意是而词有病，后人读之误认便害事，

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的文章好便是不幸，此只是为东

坡而发。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却须能文。孟子、

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尚理，所以儒者不爱文。”（《钝

吟杂录》卷二，清借月山房刻本）可谓透辟。不但如此，

宋代理学家魏了翁更非常明确地认为宋世语录“非文”也。

其《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谯君墓志铭》云：“论今士习之弊，

不本之躬践，不求之经史，徒剿取伊洛间方言以用之科举

之文。问文，则曰：先儒语录也。语录，一时门弟子所传抄，

非文也。”（《鹤山集》卷七六）的确，这种以“道学”、“载

道”为借口以掩饰其不文者所在皆是。如明杨慎《陆韩论

文》：“近世以道学自诡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为文。其文

不过抄节宋人语录。”（《升庵集》卷五二，《四库全书》本）

要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简明而深刻地道出

了同为语录体代表之《论语》、《孟子》和程朱语录在文

学史上的不同命运。尽管可从文道关系、“记者之失”、“辞

达”、借释家语录入手之误等几方面来阐述出现这种不同

命运的原因，但上述视角的归宿则都在“言之无文，行

而不远”这一孔子及其弟子的作文圭臬之上。当然，先

秦文史哲不分，使得《论语》、《孟子》成为中国文学史

上的源头之作；而后世文学与哲学各自成为独立学科，

宋人语录已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其文学性的消失亦为历

史必然。这一点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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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作侧艳之语”（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

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9 页），论述清道、咸年间之词

时又说岭南词人“形成峻爽雅健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

词风”（同上，第 645 页）。 

“雅健”说颇有影响。如严明谓“到了南宋末年，岭

南词坛雄风渐成”，明代广东词人“能写出一些雄放悲苍

之作”，又谓历代岭南词“更多地表现出阳刚之美和劲

健之骨”（严明《清代广东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2—74 页）；莫立民谓岭南词“偏于‘雄直’

和‘雅健’”（莫立民《晚清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这都是对“雅健”说的沿袭。

这种观点固然不否定岭南词风格之多样，但毫无疑

问认为其主导风格是豪迈雄劲的。应当说，从宋至清之

岭南词中确不乏“雅健”之作，但是若就此得出岭南词

“偏于雅健”的结论，则显得过于偏颇。下面以时代为序，

试对岭南词进行考察。

二　对南宋及明代岭南词风的考察

南宋岭南词人中，崔与之与李昴英是具有“雅健”

之气的。崔与之本不以词名世，其词现存者两首。《水调

歌头·题剑阁》一词为其名作，风格刚健。崔氏另外一

首词为《贺新郎·寿转运使赵公汝燧》，乃平平之作，成

就不高，不过仍属清旷之制。就现有资料看，若说崔与

之是岭南词史上词风“雅健”的第一人，当不为过。李

昴英词中有婉约之作，但只是少数，豪宕之作占了很大

的比重。如其《摸鱼儿·送王子文知太平州》下阕云：

“摩挲老剑雄心在，对酒细评今古。君此去。几万里东南，

只手擎天柱。”确有稼轩风神。

不过，陈永正先生认为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

一词“对后来的岭南词人影响颇大，开创了以‘雅健’

为宗的岭南词风”，又认为李昴英等是崔氏词风的“直接

继承者”，这样的观点却不够准确。此词对后来的岭南词

人确有一定的影响，但对此不应高估。事实上，单独一

首词决难以左右岭南词的发展，我们难以想象后来的粤

人会因为一首词而心摹手追，从而导致岭南词整体就趋

向于这种风格。具体到李昴英来说，他是崔与之的门人，

作词有可能受到乃师熏染，但我们认为其更多的是受到

了辛弃疾词的影响。在南宋，稼轩词影响特大，作词趋

向稼轩风者比比皆是。即使是崔与之本人之词，其实也

是学习稼轩体的，陈永正先生《岭南历代词选·前言》

也说其是“纯属辛弃疾一派”。崔与之词作本就无几，在

宋代词坛的影响不大，且对李昴英而言，崔氏词是地域

性的小传统，而辛弃疾词是全国性的大传统。若无更多

的文献作为根据，我们有理由认为李昴英词更多的是受

到了辛词的影响。这样更为符合词史之实际，也能对岭

南词发展的文学背景有更为明晰而深刻的认识，而不是

拘泥于所谓的地域传统，从而流于表面。对李昴英的词

学渊源，学界其实早有认定。如薛励若《宋词通论》即

说李氏“受辛词影响，故喜作豪壮语”（薛励若《宋词通

论》，上海书店 1985 年版，第 306 页），将其列入第六编

第三章“辛派词人”中予以简要论述。刘扬忠先生《唐

宋词流派史》在论述“南宋中后期的稼轩派词人”时亦

提到李昴英（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9 页）。这样的处理是有道理的。

崔、李之外，刘镇、陈纪和赵必 也有“雅健”之词，

但情况不同。关于刘镇，宋人刘克庄评其词说“周、柳、辛、

陆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刘克庄《刘叔安感秋八词》，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四部丛刊》本），由此来看，

刘镇亦有“辛、陆”格调的劲健之词。只是就现有作品

看，其中多清俊及柔丽之词，只有个别词句偶见“辛、陆”

之风。陈纪词今存六首，风格较为清旷，亦有豪劲之制。

不过陈词又“有周美成、康伯可风韵”（明嘉靖《广东通志》

卷五八《列传十五·人物五·陈庚传》附《陈纪传》），则

可见其风格之另一面。因此刘镇和陈纪虽有“雅健”之作，

但二人词风多样，尚不能简单地断定就是“偏于雅健”。

至于赵必 ，其词现存三十一首，只有《满江红·和李自

玉蒲节见寄韵》一首堪称悲壮，其他作品则多是富艳典丽，

近于清真词。另外，南宋粤人中能词者还有陈楠，为方

外词人，词中多修道炼丹之语，不赘论。

由以上分析看，南宋岭南词人中只有崔与之和李昴

英词“偏于雅健”。不过崔词仅两首，在整个南宋粤词中

所占比例甚小。其他刘镇、陈纪风格多样，赵必 更是

属于清真一派。概而言之，就现有资料看，虽然南宋时

岭南词即有“雅健”之风格，但就整体而言却并非“偏

于雅健”。岭南词人也并没有特意以“雅健”为宗，并未

形成一个传统。

元代岭南词已无传。明代岭南词人今词作可见者计

二十五人，其中郭廷序与霍韬可称“偏于雅健”。郭词中

有数首婉丽之词，但豪迈之作更多，其中时有狂放之气，

颇有稼轩神韵，称其“雅健”再恰当不过了。霍韬词计

二十一首，词牌全为《水调歌头》，且俱是和崔与之《水

调歌头·题剑阁》韵，其格调亦较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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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明代岭南还有数家词人具有“雅健”之调，但

仅仅是少数作品。其中邱濬词存二十二首，豪迈者仅三首，

其他除了几首通俗之制，还有不少柔婉之作。有学者谓其

“不作纤巧佻达之语”（陈永正《岭南文学史》，第261页），

事实上“佻达”之语确无，而“纤巧”之语并不少。另外，

钟芳词十三首，其中多应酬之制，可称雄劲者仅两首。又

霍与瑕词存四十七阕，其中《菩萨蛮·李太华死事》一首

乃是悲壮之作，而其主体风格则是幽婉隽秀。

至于其他岭南词人，如郭之奇、戴琏、陈献章等则

基本上没有“雅健”之作，不再一一论列。由此可知，

明代粤人中词风较为“雅健”者仅二人，明代岭南词自

然不是“偏于雅健”。

三　对清代岭南词风的考察

清代是岭南词发展的最高峰。此期屈大均、张维屏、

李绮青、梁启超、潘之博、麦孟华、潘飞声等人之词中

有一定数量的“雅健”之制，但整体词风趋向“雅健”

的仅有张维屏一人。就创作看，张词偏于苏、辛一体，

多东坡式的清旷，又不乏稼轩式的豪壮，境界开阔、气

象远大乃是其一贯特色。

至于屈大均，其词向以雄健著称。不过，若进行整

体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屈氏词更多的是香柔、深婉或清

峭之制，真正“雅健”者只是一小部分。李绮青、梁启

超等人之词都存在这种现象。李绮青词风凡三变。前期

作品清虚轻灵，是典型的浙派风貌。后宦游东北，词风

转为悲壮苍凉，但这样的作品也仅仅数首。清亡之后，

李绮青以遗老自居，词风又变为幽凄悱恻，常有哀婉之音。

梁启超词，有论者认为是“慷慨激昂，沉哀悲壮，百念不摧，

盖能绝去喧嚣而以辛陈为骨者”（富寿荪、沈轶刘《清词

菁华》，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87 页）。梁启超

确受有稼轩一定的影响，但其词中“以辛陈为骨者”不

过十分之一。他同时又受有周邦彦、吴文英的影响，有

不少温婉沉厚之作。另外，潘之博和麦孟华词中都有慷

慨之词，不过所占比重都不大，二人词之基调是深幽沉郁。

潘飞声之《说剑堂词》风格多样，其中有雄健者，但是少数，

而香艳旖旎之作最多。

以上是就粤人之词中“雅健”之风相对较多者所作

的分析，至于其他词人，则与“雅健”关系不大。下面

以时间为序，就其要者进行论述。

从清初至道光前期，岭南词风多姿多彩，词人大多

各有特色。清初的诸家词人，如梁佩兰词清刚幽峭，陈

恭尹词有一股清雅之美，易宏词缠绵 旎，李继燕词境

界清幽。清代中叶，岭南词人中成就最高者属张维屏、

吴兰修与仪克中。张词已见上述。吴兰修之词以清丽为

主调，仪克中词则疏朗清远，纯属浙派。另外，何梦瑶、

吴荣光、陈其锟亦不同程度地受有浙派影响。又，姚天

健词多用白描手法，自然平易。这一时期又有数家词风

香艳者，如张锦芳、谭敬昭、黄德峻等。

近代岭南词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观照。一

为道光后期至光绪中期，岭南词人受浙西词派影响甚巨，

总体风格趋向“清空”一体。近代以前虽已有广东词人

崇奉浙派，但还只是个别现象。进入近代，这股思潮终

于蔚为大国。此期代表岭南词最高成就的主要是越台词

社词人群（参范松义《清代岭南越台词社考论》，《暨南

学报》2008 年第 3 期），其核心人物许玉彬、徐灏、陈

澧、沈世良等都属粤籍浙派词人。如陈澧之《忆江南馆词》

疏朗清峭，徐灏之《攓云阁词》峭拔幽远，许玉彬之《冬

荣馆词》凄冷哀苦。还有沈世良，其《愣华室词》曲折

深婉，悲楚哀切。除了上述诸家，桂文燿、吕洪、姚诗

雅等词人之作品亦属“清空”一路。另外，此期亦有一

些岭南词人词风较艳丽，如潘恕、居巢等。

另一个阶段为清末民初，此期粤人大多受常州词派

影响，岭南词风发生了嬗变。其中沈宗畸、梁鼎芬与曾

习经三家皆擅小令，词风一婉丽、一清丽、一艳丽，同

时常运用美人香草之法，寄托深婉。汪兆铨词常浓墨重彩，

词境绵密。陈洵早期词力学梦窗，风格秾丽绵密，后又

渐参清真词之格调，词风沉厚浑融。杨玉衔亦以学吴文

英词知名，得梦窗词之密而舍其丽，同时又不一味求深

求涩。此期亦有一些非主流词人，如郑权词风瘦劲，颜

师孔词凄清苍凉，梁广照词清绮隽秀，都各有特色。

若纵向而言，清代岭南词坛无论是具“雅健”之风

的词人还是“雅健”的词作，都要比宋、明两代多不少。

但是若横向而言，考虑到清代岭南词人多达二百余位，

那么这类词人和词作所占的比重其实是非常小的，因此

清代岭南词也不能说是“偏于雅健”。

四　结　　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从宋代至清代，岭南词人中

风格“雅健”者只是少数。即使是具“雅健”之风的词

人，作品中亦多别调，真正可称“偏于雅健”者寥寥无几。

因此说，岭南词“偏于雅健”、“多以雄直雅健为宗”的

观点与岭南词之实际并不相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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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其实是由词体的文体特性所决定的。由于

文化背景、审美风尚与音乐因素的影响，词体自文人化

以后即形成了以阴柔为美的倾向，而且在以后的发展中

始终保持着这种文体的惯性。王国维有“词之为体 , 要

眇宜修”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见《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258 页），所说即是这个道理。

当然，词的发展史上不乏阳刚之作，但就主流而言，阴

柔之作要远远多于阳刚之制。无论何时何地之词，都不

例外。岭南词之基调自然也是阴柔的，而不会偏于属于

阳刚之美的“雅健”。

要说明的是，词体的阴柔之美又包括很多类型，我

们说岭南词偏于阴柔，只是对其美学类型的总体区分，

而不是对其风格的具体认定。事实上，岭南词不仅不偏

于“雅健”，而且不偏于任何一种风格。从共时的角度看，

在某一特定时期，岭南词人的审美倾向可能趋于一致。

但从历时的角度来说，从宋代至清代，岭南词风是不断

变化的。同样是清代，前期和后期不同，后期的不同阶

段又有不同。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岭南词风是多种多

样的，并不倾向于某一特定的风格。假如对此只是进行

简单的认定，无疑就忽视了其风格的丰富性。其实也不

仅仅是岭南，无论哪个区域之词，整体上看都不可能具

有一种永久不变的主导风格。

另外，有论者以为粤词之所以更多地表现出阳刚之

美和劲健之骨，是因为“历代粤人词集中写缠绵恋情的

词作不太多，而描写狂风怒涛景色和表现刚劲倔强个性

的词作却很常见”（严明《清代广东诗歌研究》，第 74 页），

这也不符合岭南词之实际情况。岭南词中写缠绵恋情者

固然不是主流，但“描写狂风怒涛景色和表现刚劲倔强

个性的词作”也不多，谈不上“很常见”。对岭南词的这

些误解，都是因为仅仅根据部分词人与部分词作即作出

了论断，未能对历代岭南词的文本进行全面、整体的考察，

这样自难免出现偏差。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

清初王士祯（禛）所定“长安十子”，亦即现今普遍

所说的“金台十子”，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人并称群体。

学术界对该群体之于王士祯诗坛地位的提升、清初诗坛

风气的转移，以及某些具体作家的诗歌创作等等，都有

过不少的论述。但关于该群体本身，却有许多问题还模

糊不清，或存在分歧，甚或每见错误。现在即根据目前

所知，就几个主要问题做一番梳理。

一　“长安十子”的原始依据

关于“长安十子”的基本情况，通常都根据王士祯

的以下两段叙述：

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丁巳［十六年，

1677］间，商丘宋（荦）牧仲，郃阳王（又旦）幼华，

安丘曹（贞吉）升六，曲阜颜（光敏）修来，黄冈叶（封）

井叔，德州田（雯）子纶、谢（重辉）千仞，晋江

丁（炜）雁水，及门人江阴曹（禾）颂嘉、江都汪（懋

麟）季甪，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

——《居易录》卷五（《王士禛全集》本，齐鲁

书社 2007 年版，第 5 册，第 3761 页。原注各人官

职从略）

君［汪懋麟］称诗辇下，与今刑部侍郎田公纶霞，

今巡抚都御史宋公牧仲，前国子祭酒曹君颂嘉、湖

广按察使丁君澹汝，故给事中王君幼华、吏部郎中

颜君修来、工部主事叶君井叔，今礼部郎中曹君升六、

刑部郎中谢君千仞相唱和，时号“十子”。

——《蚕尾文集》卷二《汪比部传》（同上，第

3册，第 1816 页）

这里首先考察所说“十子”赖以生成的诗歌总集《十

子诗》。关于该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存目颜

光敏《乐圃诗集》条介绍较为清楚（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下册，第 1643 页）：

此集为王士祯所定，版心题曰“十子诗略”。盖

“长安十子”考辨

朱则杰  陈凯玲


